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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

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陈秀英１，王梦翠２

（１．广东金融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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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中国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并对城市群的空间差异
及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
测算总体差异及其来源后发现，珠三角－关中平原城市群间产业协同集聚差异最大，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
集聚总体差异主要源自城市群间的差异。同时，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存在σ收敛特征。

关键词：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区域差异；基尼系数；收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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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
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随着产业融合日渐
深入，我国城市群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也逐
渐摆脱单一产业集聚的思路，更加关注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分工与协
作。在制造业服务化大背景下，提升城市群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空间耦合质量，对
促进城市群二三产业协同集聚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也能减少因空间距离过大或空间错配引致

的摩擦和耗损。事实上，按照钱纳里的经济发
展阶段理论与判断标准，中国正逐步进入工业
化中后期阶段，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等特征
的生产性服务业伴随着制造业的发展而不断兴

起，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协同增长已成
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轮。实践已证
明，经济发展仅靠单轮驱动是不够的，只有通过
双轮共驱才能更好地优化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布

局、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近
年来，我国高铁和航空等现代交通方式快速发
展，城市群之间的经济合作显著加强，但二三产
业的协同集聚程度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
标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
发展导向，我国城市群二三产业发展仍存在较
大的挖潜空间，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无法充
分满足高端制造业发展的现实需求［１］。在新发
展格局下，我国城市群的发展有更高标准和更
优质量要求。基于此，有必要深化研究城市群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分布规律，

以期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群二三产业的整合协

作水平，优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集聚质量，这对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城市群经济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早期关于产业协同集聚的思想可追溯到新

古典经济学。国外学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Ｋｒｕｇｍａｎ根
据产业区特征，将产业协同集聚的逻辑机理纳
入“中心－外围”等理论框架中进行解释和论

证［２－３］。国内学者在马歇尔产业集聚经济理论
基础上，利用投入产出表［４］、通过调节产业存增
量系数模拟产业耦合协调的演化发展趋势等实

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

理［５］。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
响因素来看，地理区位差异发挥的作用较大。

李红等认为，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区域效率
对产业协同集聚的改善作用明显，且会通过发
挥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产业协同产生正的

外部性［６］。此外，不同地域间的ＦＤＩ规模［７］、技
术创新［４］和科技金融发展［８］等要素配置状况均

显著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格

局。从二者协同集聚对城市群发展的影响来
看，城市群形成产业协同集聚的格局，不仅有利
于为城市群中各个城市自身的产业集聚带来竞

争优势［９］，还有利于推动城市群中各城市之间
产业深层次合作并带来联动作用或协同效应。

总体来看，产业协同集聚能够为城市内部及其
城市之间带来由生产要素禀赋积累、技术进步
以及专业化分工所衍生的成本节约效应和知识

溢出效应，在不同规模及类型的城市群中释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目前，国内学者在产业空间分布上的研究
大多聚焦于中心城区的单一产业或二者协同集

聚问题，从不同城市群视角开展二三产业协同
集聚的成果相对匮乏，尤其是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
系数及其分解和σ收敛来分析不同城市群二三
产业协同集聚的差异特征及其来源的文献不

多［１０－１２］。事实上，地理区位基础条件是决定地
区产业空间布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故有必要
诠释地理区位差异影响地区间二三产业协同集

聚发展差异的程度及其机制。本文认为，在城
市群这一地理空间维度上，产业分布是不均衡
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复杂的动态变迁，

这将对城市群二三产业的资源再配置效率产生

重要影响。即便是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因地理
空间差异所导致的共享中间投入品、劳动池效
应和知识溢出的差别对不同城市群之间产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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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集聚的差异化影响依然存在［１３－１４］。因此，站
在学界和决策层关注的角度，有必要进一步思
考以下问题：当前中国城市群之间产业协同集
聚的空间差异程度如何？这种差异的来源是什

么？这种差异是否存在收敛趋势？为此，本文
基于城市群视角，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中国长
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关中平原、京津冀、成
渝、中原、哈长八大城市群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并对城市群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

收敛性进行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一是立足于城市群产业布局的视角，使用区
位熵指数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程度；二是采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其分解和σ
收敛对中国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展开系统分析，为
实现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学

理参考和经验证据。

　　二、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的理论分析

　　城市群是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和重要
地理单元，也是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的人
口－产业－公共服务的重要集聚地。产业集聚
作为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种典型的空间组织形

态，过去一般表现为单一产业的空间集聚。随
着我国产业部门的转型升级，城市群的产业集
聚还涉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与融合，这
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城市群经济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是关联产业在产业与空间两

大层面的双向动态协调过程，也是产业融合发
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一，制造业与生产性服
务业协同集聚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强相关

性。制造业通过加强与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联
动，有利于获取和使用物美价廉的金融、信息、

研发等中间服务投入要素，从而深化专业分工，

增强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而
助力城市群经济发展。其二，产业协同集聚通

过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有助于促进
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

各产业价值链功能环节上实现有效对接［１５］，推
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程度不断深

化。其三，促进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
配置。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之下，城市群已日
渐成为提升经济活动空间组织配置效率的重要

依托［１６］。城市群作为城市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关键组织形态，具有跨区域性及
流动性等特征，将城市群发展与产业发展联动
起来，既有助于构建更好的跨地域产业协同体
系，使资源要素打破行政边界的限制，实现各类
资源要素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间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又有助于改善城市群的产业
结构及空间布局。

　　三、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参考于伟等的做法［１７］，选取了中国八

大城市群①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集聚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城市群生产
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原始数据均来自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

（二）测算方法

１．产业协同集聚指数
区位熵作为测度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的重要

指标，能够对地域要素或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
状况进行客观描绘和衡量。为此，本文对协同
集聚的测度是利用两个产业在同一地区的集聚

程度差异化从而构建空间协同集聚指标。参照
刘纯彬、张虎、刘胜等的测度方法［１８－２０］，本文在
构建区位熵指数（ＬＱ ）基础上计算得到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ｙ）。

首先，构建区位熵指数（ＬＱ ）：

ＬＱｃｍ ＝
ｑｃｍ
ｑｃ
／ｑｍ
ｑ
；ＬＱｃｓ＝

ｑｃｓ
ｑｃ
／ｑｓ
ｑ

（１）

其中，ＬＱｃｍ 代表ｃ城市制造业ｍ 在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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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熵指数，ＬＱｃｓ 代表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ｓ
在全国的区位熵指数，ｑｃｍ 为ｃ城市制造业ｍ就
业人数，ｑｃｓ为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ｓ就业人数，

ｑｃ为ｃ城市的就业人数，ｑｍ 为全国制造业ｍ 就
业人数，ｑｓ 为全国生产性服务业ｓ就业人数，ｑ
为全国的就业人数。

其次，计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指数（ｙ）：

ｙ＝（１－
｜ＬＱｃｍ－ＬＱｃｓ｜
ＬＱｃｍ＋ＬＱｃｓ

）＋｜ＬＱｃｍ＋ＬＱｃｓ｜

（２）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ｙ）

反映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

质量和深度，如果两个产业之间的集聚程度越

高，则产业协同集聚指数越大，说明在特定的地
理空间范围内，产业协同性发展的特征越显著。

２．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及其分解

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囊括了不平等信息因素，

可以将总体基尼系数（Ｇ）的来源分解为区域
间、区域内和超变密度三种，由此识别不同区域
是否存在重叠效应。因此，为进一步考察和测

算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

空间差异的来源，本文采用 Ｄａｇｕｍ提出的基尼

系数法［２１］计算总体基尼系数（Ｇ），具体公式如
下：

Ｇ＝∑
ｋ

ｊ＝１
∑
ｋ

ｈ＝１
∑
ｎｊ

ｉ＝１
∑
ｎｈ

ｒ＝１
ｙｊｉ－ｙｈｒ ／２ｎ２μ （３）

其中，ｙｊｉ（ｙｈｒ）是ｊ（ｈ）城市群内各城市

ｉ（ｒ）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
值，μ表示城市群两大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平均
值，ｋ代表考察的城市群总个数，ｎ代表考察城
市群内的城市总数量，ｎｊ（ｎｈ）是ｊ（ｈ）城市群
内的城市数量，ｉ和ｒ为ｊ（ｈ）城市群中的不同
城市，Ｇ 是总体基尼系数。一般而言，总体基
尼系数（Ｇ）越高，说明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
差异水平越大。

为细致考察空间非均衡化问题，比较城市
群内和城市群间总体基尼系数（Ｇ）的差距及

其来源，借鉴Ｄａｇｕｍ的思路［２１］，将总体基尼系

数（Ｇ）分解为城市群内差异贡献（Ｇｗ ）、城市

群间差异贡献（Ｇｎｂ ）、超变密度贡献（Ｇｔ）。其

中，城市群内差异贡献（Ｇｗ ）刻画区域城市群

内差异来源，城市群间差异贡献（Ｇｎｂ ）代表城

市群间差异来源，超变密度贡献（Ｇｔ）表示在划

分城市群过程中由于交叉项的存在而对总体差

异产生的贡献，当交叉项不存在时，超变密度贡

献为０。三个部分满足Ｇ＝Ｇｗ＋Ｇｎｂ＋Ｇｔ关系。

城市群内差异贡献 （Ｇｗ）计算公式如下：

Ｇｊｊ＝

１
２μｊ∑

ｎｊ

ｉ＝１
∑
ｎｊ

ｒ＝１
ｙｊｉ－ｙｊｒ

ｎ２ｊ
（４）

Ｇｗ ＝∑
ｋ

ｊ＝１
Ｇｊｊρｊｓｊ （５）

Ｇｊｊ代表ｊ城市群的基尼系数，μｊ为ｊ城市

群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平均值，ｎｊ 为ｊ城市群

内的城市数量，ρｊ＝
ｎｊ
ｎ
为ｊ城市群内城市的数

量与考察的所有城市数量比值，ｓｊ＝
ｎｊμｊ
ｎμ

。

城市群间差异贡献（Ｇｎｂ ）计算公式如下：

Ｇｊｈ＝∑
ｎ

ｉ＝１
∑
ｎｈ

ｒ＝１
ｙｊｉ－ｙｊｒ ／ｎｊｎｈ（μｊ＋μｈ）

（６）

Ｇｎｂ＝∑
ｋ

ｊ＝２
∑
ｊ－１

ｈ＝１
Ｇｊｈ（ρｊｓｈ＋ρｈｓｊ）Ｄｊｈ （７）

其中，Ｇｊｈ代表城市群ｊ和ｈ之间的基尼系

数，μｈ 为ｈ 城市群两大产业协同集聚的平均

值，ρｈ＝
ｎｈ
ｎ
为ｈ城市群内城市的数量与考察的

所有城市数量比值，ｓｈ＝
ｎｈμｈ
ｎμ

，Ｄｊｈ为城市群ｊ

和ｈ间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对影响。

相对影响（Ｄｊｈ ）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Ｄｊｈ＝
ｄｊｈ－ρｊｈ
ｄｊｈ＋ρｊｈ

（８）

ｄｊｈ＝∫
∞

０
ｄＦｊ（ｙ）∫

ｙ

０
（ｙ－ｘ）ｄＦｈ（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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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ｊｈ＝∫
∞

０
ｄＦｈ（ｙ）∫

ｙ

０
（ｙ－ｘ）ｄＦｊ（ｘ） （１０）

其中，ｄｊｈ 为城市群ｊ和ｈ间产业协同集聚
差值，表示城市群ｊ和ｈ中所有ｙｊｉ－ｙｊｒ＞０样
本之和的数学期望；ρｊｈ 表示超变一阶矩阵，表
示城市群ｊ和ｈ中所有ｙｈｒ－ｙｊｉ＞０样本之和
的数学期望；Ｆｊ（Ｆｈ）表示城市群ｊ（ｈ）累积密
度分布函数。

超变密度贡献 （Ｇｔ）计算方法如下：

Ｇｔ＝∑
ｋ

ｊ＝２
∑
ｊ－１

ｈ＝１
Ｇｊｈ（ρｊｓｈ＋ρｈｓｊ）（１－Ｄｊｈ）

（１１）

３．σ收敛测度
为反映不同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程度的离差是否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

出减小的趋势，通常采用σ收敛衡量收敛的动
态变化过程，从而达到量化收敛趋势的目的。

为此，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２２－２３］，本文采用变

异系数法进行σ收敛检验，计算公式如下：

σ＝
∑
ｎｊ

ｉ

ｙｊｉ－μｉｊ
ｎｊ■

μｉｊ
（１２）

其中，ｉ代表城市群ｊ内的各城市，ｎｊ 为ｊ
城市群内的城市数量，ｙｊｉ 是ｊ城市群内各城市

ｉ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值，

μｉｊ 为城市群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聚指数的平均值。如果σ值随着时间推移逐渐
缩小，则说明中国不同城市群之间的产业协同

集聚水平越来越接近，即存在σ收敛。

　　四、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
同集聚分析

　　（一）中国八大城市群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

本文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中国长三角、珠

三角、长江中游、关中平原、京津冀、成渝、中原、

哈长八大城市群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的年度均值，具体结果

如表１所示。表１结果显示，八大城市群的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在整体空间

格局上呈现显著差异性。从整体变化趋势看，

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虽有较大波动但

总体呈上升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
市群表现为下降态势，京津冀城市群虽有细微波
动但总体变化不明显，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呈现Ｖ型结构，哈长城市群呈倒Ｎ型结构。

由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最先享

受改革开放的红利，凭借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与
政策优势，利用水、陆、空等交通优势，以较低成
本快速从国内、国外市场中获益。因此，长三角
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发展快速且分布

密集，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水平也普遍
较高，因此二者之间的耦合性更强。同时，长三
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除了早期政策等优势

外，大批高等学府的集聚也为发展生产性服务
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
制造业是以汽车制造等传统重工业为主，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速度和质量不及制造业，二者
的协同集聚程度不匹配，可能导致在制造业发
展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无法发挥其全部效能。

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各城市间不仅经济总量差距

很大，而且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核心城市西安的
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且重点发
展第三产业，其他城市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普
遍不高，而铜川、临汾、平凉、庆阳的采矿业区位
优势明显，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很难在短期内得
到提升。从京津冀城市群来看，北京作为我国
首都，科技创新资源丰富，以知识密集型为主的
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聚，产业链附加值高，而津
冀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与北京的生产性服务

业发达程度相比，则存在一定差距，北京对周边
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还不够强，由此可能导致
该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上升相对缓慢。成
渝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早期主要以农业为主，

随着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相关城市群制
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珠
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仍有较大的差

９０１

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陈秀英，等：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距。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哈
长城市群的产业协同集聚获得了良好的政策支

持，但东北体制机制的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需较长时间，故该政策的积极效果出现了明显
的时滞性，这可能是哈长城市群在考察前期产

业协同集聚会出现波动下降的原因。当国家进
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从依靠要素驱动转向
依靠创新驱动，哈长城市群的政策红利也在逐
步消失，因此，其后期产业协同集聚又呈现下降
的趋势。

表１　中国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

年份 京津冀 长江中游 长三角 中原 成渝 哈长 关中平原 珠三角

２００４　 ２．７２４　 ２．５５６　 ２．７１９　 ２．３３５　 ２．３９３　 ２．４５７　 ２．３４１　 ３．３９０

２００５　 ２．７２９　 ２．４７５　 ２．７１７　 ２．３２０　 ２．３６９　 ２．４２１　 ２．３４９　 ３．３４７

２００６　 ２．８２２　 ２．４３１　 ２．７４８　 ２．２８９　 ２．３０５　 ２．３９７　 ２．２９５　 ３．４１９

２００７　 ２．８２４　 ２．４２０　 ２．７３０　 ２．２７３　 ２．２５７　 ２．３７９　 ２．２５１　 ３．３４７

２００８　 ２．８２１　 ２．４３９　 ２．６９９　 ２．２２５　 ２．２３４　 ２．３９４　 ２．２２１　 ３．３２０

２００９　 ２．８３２　 ２．５０３　 ２．７４１　 ２．２０１　 ２．３０５　 ２．４０３　 ２．２０４　 ３．３４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０２　 ２．４２５　 ２．８６６　 ２．１５９　 ２．２４９　 ２．３７７　 ２．１３９　 ３．２９０

２０１１　 ２．７９８　 ２．４９０　 ２．８７３　 ２．１９７　 ２．２７２　 ２．４２７　 ２．１２７　 ３．３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８３８　 ２．４８９　 ２．８７３　 ２．１９６　 ２．２８７　 ２．４５７　 ２．０９６　 ３．３７１

２０１３　 ２．８００　 ２．４５４　 ２．７４１　 ２．３５２　 ２．２４１　 ２．５０２　 １．９８５　 ３．１８８

２０１４　 ２．８１４　 ２．４５４　 ２．９３６　 ２．２８２　 ２．３１５　 ２．４６１　 ２．０４８　 ３．２２８

２０１５　 ２．７９１　 ２．４３４　 ２．９４０　 ２．２９８　 ２．３０４　 ２．４５１　 ２．０８０　 ３．２６６

２０１６　 ２．７９３　 ２．４１５　 ２．９６５　 ２．３４９　 ２．３０８　 ２．４２３　 ２．０６７　 ３．２６５

２０１７　 ２．７９０　 ２．４０６　 ２．９７３　 ２．３３８　 ２．３４６　 ２．３５７　 ２．０１７　 ３．２７６

２０１８　 ２．７２８　 ２．４０１　 ２．９３２　 ２．２９５　 ２．３４４　 ２．２５７　 ２．０４９　 ３．４３３

　　（二）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总体

差异及其分解

根据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法，进一步对中国八

大城市群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产业协同集聚的总体

差异及其来源进行分解，以期深入剖析两大产

业协同集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与空间差异。

１．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总体差

异分析

表２中的总体基尼系数（Ｇ）直观刻画了

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

总体差异。分析表２总体差异结果后发现，中

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的均值为

０．１１１，并以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为拐点，具体表

现为先增后减再增的 Ｎ型变化趋势。具体来

说，第一阶段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２年，总体基尼系数

呈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４年的０．１１４上升至２０１２

年的０．１２７；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总

体基尼系数由２０１２年的０．１２７下降至２０１４年

的０．１０７；第三阶段为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总体

差异又呈上升趋势，总体基尼系数由２０１４年的

０．１０７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０．１２１。其中，２０１４年

的总体基尼系数为０．１０７，为考察期最低的年

份，反映２０１４年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

的总体差异最小，可能是２０１４年以“加快结构

调整，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题的国家产业政

策促进了产业间的协同集聚程度。

２．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

内差异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内差

异（Ｇｗ ）如表２所示。从Ｇｗ 均值来看，关中平原

城市群均值最高，达到了０．１６７。此外，其他依次

为成渝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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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均值分
别为０．１１５、０．０９７、０．０９２、０．０９１、０．０８７和０．０６７。

珠三角城市群的Ｇｗ 均值最低，为０．０５６。也就是
说，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生产性服务业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协调发展的差异最小。从中国八

大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协同集聚差异变化

趋势来看，关中平原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内差异总体上波动上升

趋势，其余城市群则呈现波动下降态势。

表２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总体差异及其城市群内差异

年份
Ｇｗ

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长江中游 成渝 关中平原 哈长 中原
Ｇ

２００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１８　 ０．１４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４

２００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８９　 ０．１１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８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３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０

２００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１　 ０．１２３

２００８　 ０．０９６　 ０．０８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６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６

２００９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６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３

２０１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９８　 ０．１２８

２０１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６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１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４

２０１２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７０　 ０．１３８　 ０．１８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７

２０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９　 ０．１０３　 ０．１９８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８　 ０．１１５

２０１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７　 ０．１６９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７

２０１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５８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８

２０１６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６６　 ０．１０８

２０１７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６７　 ０．１０９

２０１８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３　 ０．１８０　 ０．１０９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１

均值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５６　 ０．０６７　 ０．１１５　 ０．１６７　 ０．０９７　 ０．０８７　 ０．１１１

　　城市群内差异最大的是关中平原城市群，

最高值时达到０．１９８，表示城市群内各城市间产

业发展不均衡，可能存在极化现象。尤其是近

几年，高铁、城际交通更加便利，中心城市的虹

吸效应更加显著。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

中心，是国家级核心发展极，虽然对资金、人才

和技术的吸引力逐渐增强，核心功能得到强化，

但对周边城市的引领力和辐射力却相对缓慢，

因此，加快推动西安“瘦身健体”变得尤为重要，

应着力将西安建设成为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

新高地和新标杆。成渝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对边

缘城市的带动作用薄弱，导致核心城市与边缘

城市出现断层式发展，城市群内的产业合作机

制不完善，企业之间横向联系弱，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之间协同配合度低，无法形成完整的

产业链，导致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产业协同集

聚度相对不高。哈长城市群因地处东北老工业

基地，内部存在产业同构严重与激励不足等问

题，缺乏深度协作的足够动力和成熟的基础，资

源配置效率不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相

对滞后于制造业。京津冀城市群内产业协同集

聚差异不断增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在政

治、经济上具有天然优势，与作为长三角中心城

市的上海一样，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显著，而

河北省作为制造业承接地，处于制造业的中低

端，对高技术性服务业需求少，导致金融、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科学研究和技术等生产性

服务业发展比较缓慢，生产性服务业还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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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自身及客户发展，所以未能与城市群内的制
造业形成互促的发展格局。京津冀三地产业结
构的差异梯级化、资源配置不均衡、产业发展不
协调、导致其内部未能形成紧密的产业协同关
系。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
出口需求下降等压力，随着２０１８年国家实施《长
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加速其制造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预见未
来其内部差异将逐渐减小。郑州作为中原城市
群的核心城市，虽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有所改善，但与其他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够紧
密，河南省经济呈现“中间强，南北弱”的局面，区
域产业之间统筹协调能力较弱。长江中游城市
群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了中部
地区高质量崛起的新优势，国家政策倾斜使得长
江中游城市群承接了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产

业转移，但是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
出，次级城市发展相对缓慢，省际协商协作机制
不健全，因此，亟待加强城市群内部之间的合作
联动，促进各城市从“共进”到“共享”的实现。

珠三角城市群的Ｇｗ 长期处于较低值，究

其原因可知，珠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相对
较发达的城市群之一，城市群内生产性服务业

水平整体较高，与制造业联系非常紧密，产业间
互补性较强，同类型企业和上下游企业均可借
助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外部性获取知识外溢效

应，相互学习先进技术，而相互学习模式不仅可
以提升城市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可
以更好地促进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产业的均衡

协调发展。

３．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
间差异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间

差异如表３所示。具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和关
中平原城市群之间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最大，

在考察期内的系数均值为０．１６６。可能原因是：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发达，与港澳地区产业合作
紧密，致力于打造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基地，产业协同集聚水平高；而关中平原
城市群作为单核城市群，核心城市西安的产业集
聚的扩散效应不显著，产业结构尚待完善，因此，

两个城市群间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差距较为显

著。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之间的产
业协同集聚差异最小，考察期内均值为０．０７７，可
能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相互间的产

业协同集聚程度的落差相对都不高造成的。

表３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城市群间差异

城市群间 均值 变化幅度／％ 城市群间 均值 变化幅度／％

京津冀—长三角 ０．０９３　 ４３ 珠三角—成渝 ０．１４０　 ７

京津冀—珠三角 ０．０９３　 １６ 珠三角—关中平原 ０．１６６　 ３０

京津冀—长江中游 ０．０８１ －８ 珠三角—哈长 ０．１２０　 ２６

京津冀—成渝 ０．１１８　 １ 珠三角—中原 ０．１２７　 ２

京津冀—关中平原 ０．１４８　 ３３ 长江中游—成渝 ０．０８８ －２４

京津冀—哈长 ０．１０３ －１ 长江中游—关中平原 ０．１０２ －５

京津冀—中原 ０．１０３ －１ 长江中游—哈长 ０．０７７ －１２

长三角—珠三角 ０．０９１　 ６１ 长江中游—中原 ０．０８２ －２２

长三角—长江中游 ０．０９３　 １２ 成渝—关中平原 ０．１３９　 ２

长三角—成渝 ０．１１６　 １５ 成渝—哈长 ０．１１０ －９

长三角—关中平原 ０．１２９　 ３５ 成渝—中原 ０．０９９ －１８

长三角—哈长 ０．１０３　 ３８ 关中平原—哈长 ０．１３８　 ２２

长三角—中原 ０．１１３　 ４ 关中平原—中原 ０．１１２　 ２

珠三角—长江中游 ０．１０１　 ３ 哈长—中原 ０．０９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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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

群、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

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哈长城

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

差异呈现显著增加的趋势，平均增幅都超过了

３０％，这与南北产业发展及城镇化进程等差异

密切相关，南方城市群比北方城市群在经济体

量和结构质量上占有较大优势。从地理位置来

看，中原城市群毗邻京津冀、长三角等诸多城市

群，其交通体系在不断完善，正发挥着交通枢纽

和节点城市群的重要作用，因而中原城市群与其

他多数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呈现逐渐缩小的态势。

４．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

来源分析

表４报告了中国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来源。从表４中总

体差异来源的贡献率看，城市群间贡献率在考察

期内始终处于最高，贡献率均值达到５６．７４９％。

也就是说，导致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差

异的主要来源是城市群间差异，而不是城市群内

差异和超变密度。这意味着我国生产性服务业

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发展总体不平衡，大体呈现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格局，主要是不同城市

群之间的差异过大导致的。比如，珠三角城市群

和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较为成熟，城市群更加注重

产业间协同发展，其中珠三角城市群发挥着统筹

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各城市特色错位发

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市场化进

程较为缓慢，存在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现

象，容易造成生产性服务业对相邻地区制造业的

外溢出现区域边界或壁垒效应。因此，各地在注

重因地制宜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同时，更要从整

体出发，重视不同城市群间的整体协同集聚，打破

行政壁垒，尽量避免不同城市群发展差距过大。

表４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来源

年份 城市群内 贡献率／％ 城市群间 贡献率／％ 超变密度 贡献率／％

２００４　 ０．０１３　 １１．４８３　 ０．０６４　 ５５．９０６　 ０．０３７　 ３２．６１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１３　 １１．２９２　 ０．０６５　 ５６．４９５　 ０．０３７　 ３２．２１４

２００６　 ０．０１３　 １１．２１０　 ０．０６６　 ５５．２２１　 ０．０４０　 ３３．５６９

２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１１．２４４　 ０．０６９　 ５５．９００　 ０．０４１　 ３２．８５６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４　 １０．８３１　 ０．０７３　 ５８．１８０　 ０．０３９　 ３０．９８９

２００９　 ０．０１３　 １０．４４６　 ０．０７５　 ６１．０１０　 ０．０３５　 ２８．５４４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１０．７３２　 ０．０７７　 ６０．１９７　 ０．０３７　 ２９．０７１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１１．０２４　 ０．０７２　 ５７．７８４　 ０．０３９　 ３１．１９２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１０．９９８　 ０．０７４　 ５７．８３６　 ０．０４０　 ３１．１６６

２０１３　 ０．０１４　 １１．９２１　 ０．０５９　 ５１．０６３　 ０．０４３　 ３７．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１１．２６２　 ０．０６１　 ５７．２８９　 ０．０３４　 ３１．４４９

２０１５　 ０．０１２　 １１．２３９　 ０．０６１　 ５６．７０４　 ０．０３５　 ３２．０５７

２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１１．１７０　 ０．０６１　 ５６．４０７　 ０．０３５　 ３２．４２３

２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１１．０８４　 ０．０６２　 ５６．６３８　 ０．０３５　 ３２．２７７

２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１１．１６５　 ０．０６６　 ５４．６０５　 ０．０４２　 ３４．２３０

　　超变密度贡献率在考察期内呈现小幅上升

－下降－上升的循环波动趋势，且贡献率均值

达到３２．１１％，表明中国城市群协同集聚发展

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重叠效应。例如，并非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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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城市群内所有城市的协同集聚水平都高于

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有些城市的

协同集聚水平也可能高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

群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１１．１４％，长期处于较低

水平，这说明在考察期内，我国各城市群在中央

政府引导下，正大力推进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

之间协同发展，也包括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

业的协同发展，持续提升产业链协调发展水平，

从而逐步缩小了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差

距。

（三）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σ收敛

性分析

分析表５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八大城市群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总体变异系

数σ在考察期内的变化趋势呈现Ｎ型，但总体

呈现小幅度增加的趋势，因此不存在σ收敛。

也就是说，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这与前文基尼系数的结论相一致。从中国八大

城市群σ收敛情况看，各城市群的表现并不完

全相同。具体来说，成渝、珠三角、中原三个城

市群的收敛效应十分明显，这与城市群实施一

体化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其产业联动发展带动

了城市群整体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

市群内部产业协同集聚发展的差异。京津冀、

长江中游、长三角、哈长四个城市群的变异系数

呈现平稳的上升趋势，即不存在σ收敛。其中哈

长城市群由于长期发展重工业，对资源消耗较为

严重，这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背道而

驰，经济发展驱动力相对缺乏，且近年来，哈长城

市群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流失较为严重，产业结构

亟需调整优化，正处于加速转型发展的重要阶

段。为此，亟需把握国家振兴发展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政策机遇，逐步缩小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

差距，充分激发市场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因存

在断档问题，外围城市接受核心城市产业转移和

扩散的功能还不强，未能充分吸收先进技术对高

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的带动效应，由

此可能存在一定的产业极化现象。

表５　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的σ收敛趋势

年份 京津冀 长江中游 长三角 中原 成渝 哈长 关中平原 珠三角 总体

２００４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６　 ０．１５５　 ０．２２２　 ０．２７１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６　 ０．２０２

２００５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９　 ０．２２４　 ０．２７１　 ０．２０２　 ０．１６１　 ０．２０７

２００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８　 ０．１０３　 ０．１３６　 ０．２３３　 ０．２９０　 ０．２２１　 ０．１５９　 ０．２１６

２００７　 ０．１９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３１　 ０．２４６　 ０．２８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７９　 ０．２２２

２００８　 ０．１９０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８　 ０．２５２　 ０．３０２　 ０．２２０　 ０．１８８　 ０．２２５

２００９　 ０．１８９　 ０．１４１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６　 ０．２５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６　 ０．２２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９６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４　 ０．１４２　 ０．２４１　 ０．３０６　 ０．２３４　 ０．１７６　 ０．２２８

２０１１　 ０．１８１　 ０．１６９　 ０．１１６　 ０．１２４　 ０．２３４　 ０．３３４　 ０．２１６　 ０．１７０　 ０．２２２

２０１２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２５５　 ０．３５３　 ０．２１６　 ０．１６６　 ０．２２７

２０１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９２　 ０．３７２　 ０．１４６　 ０．２３２　 ０．２１７

２０１４　 ０．１８１　 ０．１７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６　 ０．１９５　 ０．３２２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３　 ０．１９６

２０１５　 ０．１８４　 ０．１７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８５　 ０．３３５　 ０．１２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９

２０１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１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８５　 ０．３３９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７　 ０．１９９

２０１７　 ０．１７４　 ０．１８２　 ０．１２３　 ０．１１０　 ０．１４９　 ０．３４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３０　 ０．２０１

２０１８　 ０．１７３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１７２　 ０．３４６　 ０．２１５　 ０．１４５　 ０．２２２

均值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５　 ０．１１０　 ０．１２３　 ０．２１６　 ０．３１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１　 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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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结论和启示

为更好提升中国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发展

质量，助力城市群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亟需深

入探讨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

集聚的空间差异来源及其收敛性特征。为此，

综合运用多维度方法，对中国八大城市群的生

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的空间差异

及收敛特征进行了系统测算、分解与解构，主要

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空间格局看，中国八大

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

大体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显著差异。

第二，从相对差异来看，部分城市群内部的产业

协同集聚差异较大，各城市产业发展不均衡，虹

吸现象显著，尤其是以珠三角和关中平原为代

表的城市群间的“马太效应”相对突出。第三，

从差异来源看，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

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城市群间差异。第四，从σ
收敛性看，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

集聚的差异态势渐趋明显，在新阶段亟需进一

步优化我国不同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协调机制。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

完善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鉴于不同城市群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

协同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事实，应在国家

统筹之下，设计和实施区域之间的帮扶和互助

机制，围绕本地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和实际，实现

金融、研发、物流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的就近转移、传授和人员流动，促进本地及邻域

企业之间业务及研发的深度协作，强化高技术

服务业集聚的正外部性［２４］。其次，借助人工智

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逐步破

除在招商引资或产业转移、市场准入中存在的

地方保护主义或行政区划壁垒，驱动区域间的

技术溢出效应与良性竞争效应［２５］。由于生产

性服务业部门越来越强调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使用，为减少当前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程度在城市群间差异

扩大的负面影响，亟需加强不同地区和城市群

之间的信息流动和数据要素分享，为实现数字

经济时代虚拟形态集聚和传统物理形态集聚的

有机结合提供开放共享且安全稳定的数字技术

基础。最后，各城市群之间要建立利益共享的

产业合作机制，积极促进各城市群间商品、服

务、技术、人员、金融和信息等的融合，推动要素

自由流动和协调配置。对要素拥挤的中心城

市，应积极推进要素或产业项目的梯度转移，最

终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注释］

① 本文研究的城市群为国务院批复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文件的八大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城市群、长

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

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中原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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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刘胜，李文秀，陈秀英．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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